政策扩散视角下我国PPPs政策创新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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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政府的重要融资手段与治理方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正在我国蓬勃兴起。本文在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对1995-2018年所颁布的323项政策文件，从时间、空间、方向三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解释中国PPPs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PPPs政策创新扩散效果显著，目前正处于“S”型曲线的快速扩散期，是一种渐进式增长模式；政策空间扩散上具有邻近效应，扩散活动呈现出地区性辐射扩散的特点，由政策发布频率高的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但扩散创新度不高；政策扩散方向上，存在着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中央内部部门由高到低的层级扩散，以及各同级政府部门间的平行扩散路径。为提升政策创新扩散效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将政策模仿经过政策学习后转化为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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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 of PPPs Policy Innov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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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financing and governance of our government,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 is boom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323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from 1995 to 2018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ime, space and direction, and explains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PPs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PPPs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and it is now in the period of rapid diffusion of "S" curve, which is a gradual growth mode; the policy space diffusion has proximity effect, and the diffusion activit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radiation diffusion, which is from the areas with high frequency of policy issuance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diffusion innovation degree is not high; and the policy diffusion direction is not high. In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diffusion, there exists a hierarchical diffusion path from central to local, from high to low in central internal departments, and a parallel diffusion path amo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the same leve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ffusion effect of policy innovati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ransform policy imitation into policy innovation after polic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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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创新是指某政府采纳一项对它而言是“新”的政策，这一“新”政策无论之前是否被其他政府采纳过，只要对该政府而言是“新”的政策就是政策创新[1]

 REF _Ref527497813 \r  \* MERGEFORMAT [2]。政策扩散，即政策创新的扩散，是“一项创新经由某种渠道、通过一定时间，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沟通的过程” [3]。政策创新扩散就是指某一政策创新经过从一个部门或地区到另一个部门或地区、在社会成员之间被沟通和传播，并被采纳和推行的过程。创新扩散的本质是沟通[4]，因此，政策创新扩散的实质也就是政府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即某个政府采纳了某一项政策，其他政府也就会倾向于采纳这项政策，政策创新扩散就是某个政府的选择与其他政府的选择之间相互作用并相互依赖的过程[5] [6]。因地制宜的政策创新以及扩散对于我国公私合作关系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创新政策的扩散模式、扩散方向以及路径，成为PPPs政策变迁的重要议题。
1  政策创新扩散理论研究  
政策扩散的研究始于美国，旨在通过政策的定量分析，解释美国联邦体制内的政策创新实践得以扩散的原因。围绕这一焦点，学者们提出多个理论模型对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说明。Berry[7]运用EHA法，构建了以内部决定、区域扩散和全国互动为主线的政策创新解释性模式；Adam J. Newmark[8]则是构建了组织扩散模型、区域因素模型、内部因素决定模型的政策扩散模型，发现沟通、地域、自身特性是主要影响因素[9]。随着政策扩散研究的深入，通过个案对政治主体间引起扩散行为变量的具体动机的探讨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结果显示州政府竞争、政府间互动、政府间学习、政府压力与危机等是引起政策扩散行为的发生机制[10][11]

 REF _Ref527497927 \r  \* MERGEFORMAT [12]

 REF _Ref527497960 \r  \* MERGEFORMAT [13]。M. Leichter[14]通过对英联邦各政策扩散个案的学习，概括出四种扩散路径，并对扩散路径的具体动机进行总结。Frank Dobbin[15]提出了强制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竞争理论和学习理论来解释公共政策扩散现象。Marsh与Sharman[17]在M. Mintrom[16]的基础上将其概括成学习、竞争、强制、模仿四种机制。通过对政策扩散机制的整合，Heinze[18]基于理性选择与决策者的信仰变化，划分出效仿、学习、社会化和外部性四种机制。扩散过程与内涵的研究从2000年以来也有了新的进展。利用政策工具、政策组合等制度设置对政策结果进行考察分析，Wejnert[19]等人对政策扩散结果与政策趋同现象进行过程讨论[20]

 REF _Ref527498030 \r  \* MERGEFORMAT [21]。除此之外，Brown[22]等人总结出创新活动扩散过程的三条经验性规律：在时间维度上呈现S形曲线；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邻近效应”；在区域内出现“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Lucas[23]在此基础上将政策扩散过程划分成“政策发布-政策发展-政策试点-政策调整-政策融合”五阶段。
我国学者关于政策扩散理论的研究是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朱德米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对政策扩散和政策转移进行整合性框架的构建[24]。陈芳[25]将政策扩散过程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三个阶段，对政策扩散的内涵、方法进行了梳理。朱亚鹏[26]从政策创新与扩散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扩散特点与模式三方面对我国的政策过程进行解释。刘伟[27]将政策扩散机制分为三种，并根据其内在联系，分析不同模式下政策扩散的假设性路径与扩散特征。王浦劬与赖先进[28]则是对公共政策扩散理论进行了归纳，将我国公共政策扩散模式分为四类。许凌飞[29]对中外政策扩散动力机制进行对比，得出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动因，朱旭峰[30]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我国政府间关系对政策扩散机制的影响路径。张剑等[31]则是率先使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为例，提出公共政策扩散的维度并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采用EHA、案例分析等方法来探讨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及路径模式。而我国关于政策扩散的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集中在对理论内涵、机制模式，多采用案例分析等质性方法，量化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不易客观准确的分析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规律与特征。因此，本文运用文献量化分析法，从政策扩散的时间、空间、方向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我国1994-2018年的PPPs政策文献进行量化研究，探索我国PPPs政策创新扩散的过程与特征。
2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收集与整理

本文的PPPs政策文献数据由中央文献与地方文献两部分组成。中央文献来源为两部分，1995年至2014年的政策来源于余文恭主编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s）模式政策及法律文件汇编》[32]，2014年至今的政策来源于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网站[33]；地方文献来源于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网站。为了确保收集数据的整体性，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政策文献进行了整理筛选：一是中央政策为中央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制定的全国性政策法律法规，地方政策为内地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制定的地方性政策法律法规；二是政策直接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密切相关；三是主要选取法律法规、规划、意见、办法、细则、条例、公告、通知等政策类型，不计入领导人讲话、信函、批示以及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类型的政策。[34]最终整理得到323项PPPs政策文件，其中中央政策文件201项，地方政策文件122件。
2.2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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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扩散是借助政策文本，让政策信息在不同主体间进行扩散的过程。[35]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本文结合了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方法，选取中央与地方省级的PPPs政策作为观察对象，从时间、空间、方向三个维度构建PPPs政策扩散的分析框架（图1所示），对我国323项政策文件进行梳理与比较，探究PPPs政策创新扩散的模式与特征。
图1  中国PPPs政策文献量化研究框架
3 PPPs政策创新时间扩散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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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PPs政策发布年份为横轴，以当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发布PPPs政策扩散累计数量为纵轴制作复合统计图（图2所示），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PPPs政策时间扩散的过程，并据此分析过程中的政策扩散模式。
图2  1995-2018年我国政府PPPs政策发布的时间扩散分布
3.1  中央政府PPPs政策创新时间扩散模式分析
根据上图的扩散分布曲线，可以将中央政府的PPPs政策创新扩散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展萌芽期（1995—2003年）。1995年原对外经贸部发布的《关于以BOT 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是我国最早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相关政策[36]，在计委主导下，开展了广西来宾B电厂、成都自来水六厂及长沙电厂等几个BOT试点项目。2001年-2003年国务院及政府部门相继发布相关政策，提出将PPP模式引入到我国公用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中。但从整体上看，由于项目主要以BOT模式运营，其主要目的为吸引投资而非实现双方效益最大化，因此出现水土不服，运作数量少，立法工作难以进行的问题，缺乏本土化的PPP模式政策指南，政策创新仍处于起步时期。
第二阶段：缓慢扩散期（2004—2013年）。2004年建设部发布并实施了“126号令”[37]，将特许经营的概念引入到市政公用事业，计划部门也扩散至建设、交通、环保等行业部门，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但其单一的筹资取向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因此存在着大量的低价与非理性竞标，PPP模式在中后期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到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PPP模式仍处于沉寂状态，政策扩散处于低速缓慢增长过程。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四万亿”计划的积极财政政策，各地方政府为提高GDP绩效而不加限度的投资。“计划”基本实施完成正值“十二五”开局之年，为解决遗留的政府债务问题，PPP模式被重新广泛关注，政策创新数量有了小幅的增加，政策时间扩散由缓慢进入到逐渐增长阶段。
第三阶段：快速扩散期（2014—2018年）。201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38]，首次提出并明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概念，随后成立PPP中心，并与发改委相继发布《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及《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39]

 REF _Ref527498673 \r  \* MERGEFORMAT [40]，推出了首批示范项目；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明确提出部署推广PPP模式，随后国务院及各部委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多措并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建设中，PPP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模式之一，政策创新时间扩散进入到快速扩散期。
3.2  地方政府PPPs政策创新时间扩散模式分析
同样根据图4.1的政策创新时间扩散分布曲线，可以看到地方政府PPPs政策创新扩散过程同样被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出现期（1995—2003年）。地方政府的PPPs政策发布时间晚于中央政府，由于中央政府在BOT模式应用上的诸多问题，几部委在相关几份文件出台后便归于平静，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借鉴，PPP模式推行困难。直到2000年，才有宁夏与安徽两省对PPP模式的应用推广做出相关的政策回应。
第二阶段：缓慢扩散期（2004—2013年）。受中央各部门主导的项目结果影响，2004​——2008年地方政府没有对PPP模式进行明确的政策制定。直至2008年后，金融危机爆发，各地方政府为提高工作绩效而无限度增加投资产生了大量的政府债务问题，PPP模式才重新被提及应用，进入到渐进增长扩散阶段。
第三阶段：快速扩散期（2014—2018年）。受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的政策影响，地方政府的PPPs政策创新扩散速度也急剧加快，2018年已有30个省市自治区对PPPs政策创新进行政策规范。
总体而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PPPs政策创新的扩散过程与模式，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与承接性的特点，这也符合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要坚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灵活性。目前，我国PPPs政策创新时间扩散仍处于“S”型曲线的快速扩散阶段。
4 PPPs政策创新空间扩散模式分析
以各地方政府发布的PPPs政策数量为参数，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地理位置，绘制出我国地方政府颁布PPPs政策频率的地区分布图，可以直观的看到我国地方政府PPPs政策发布的主要地区，如图3所示。
观察各地方政府的地理位置发现，PPPs政策的发布由频率高的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政策扩散活动呈现出地区性辐射扩散的特点。政策出台较多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除西藏外的西南地区，其中尤以北京地区最为密集。东部地区以北京和浙江、江苏为主要发文地区，并向临近的天津、河北、山东、福建等地扩散；西部地区以四川、云南为主要发文地区，并向临近的甘肃、贵州、广西等地辐射扩散，除西藏地区外各地方政府均发布了至少2项、至多6项的PPPs政策文件。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也呈现出相同的特点。
图3  我国地方政府PPPs政策发布频率地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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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2、图3，本文统计了我国发布PPPs政策的各地方政府的地区分布，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我国发布PPPs政策的各地方政府的地区分布

	年份
	地区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0
	
	安徽
	
	宁夏

	2001
	
	湖北
	
	云南、内蒙古

	2002
	
	
	福建
	四川

	2003
	
	
	浙江
	陕西

	2009
	黑龙江
	山西
	山东、福建
	

	2010
	
	湖南、安徽
	江苏、浙江、
	重庆、广西

	2011
	吉林、辽宁
	山西、湖北、江西
	北京、广东、海南、河北、天津、上海
	四川、贵州、新疆、甘肃、云南

	2012
	
	
	山东
	内蒙古、青海

	2013
	
	
	北京
	广西

	2014
	辽宁
	河南、安徽、湖南
	浙江、福建、江苏、河北
	甘肃、四川、云南

	2015
	辽宁、黑龙江
	河南、江西、湖北、安徽、山西
	江苏、浙江、北京、海南、福建、天津、山东、广东、河北
	新疆、甘肃、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四川、内蒙古

	2016
	
	山西、江西
	浙江、海南、北京、江苏、上海、山东
	甘肃、青海、四川、陕西、内蒙古

	2017
	
	湖北、安徽、河南
	北京、天津、福建、江苏
	宁夏、新疆、云南、四川

	2018
	
	河南
	
	


资料来源：各省历年颁布的法规规章整理
根据表1可以发现，在政策扩散的发展萌芽期，我国地方政府最早制定PPPs政策相关文件的地区集中于中东部与西部。除东北地区外，其他三大经济区域的9个省市自治区均发布了相关的PPPs政策文件，发布的政策文件主要内容为各省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意见。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由于体制性与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以重工业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开始向二三产业进行调整，带来的1998-2002年的“下岗潮”让东北经济元气大伤，地方经济困难且落后，重点集中在国企内部改革、产业转型上，因此并没有颁布相关的PPPs政策。2009年后，PPP模式开始在四大地区逐渐扩散。各地方政府对PPP模式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2014年后，短短四年，已有30个省份出台了相关的PPPs政策，仅有西藏、澳门、香港、台湾未出台省级政策文件。 

分析发布PPPs政策的各地方政府的所属地区发现，PPPs政策在空间扩散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近邻效应，当相关的PPPs政策扩散至某省区后，相邻地区会在短时间内进行“学习模仿”。例如2000年安徽省发布《安徽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后，相邻的湖北省在隔年也发布了《湖北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但在政策创新扩散活动中，地方政府于PPPs政策的创新程度并不高，主要还是以中央政府发布的PPPs政策文件为政策制定的蓝本。
5  PPPs政策创新扩散方向分析

政策扩散方向是政策信息在政府间进行流动的方向。政策扩散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的扩散过程与速度受上级政府影响，上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激励等机制对政策扩散进程产生影响[41]。分析上文图表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政策颁布时间上有两个相差巨大的时间点，分别为2011年与2015年。2011年我国的民间投资在城镇固定投资的比例已超过1/2，为了能够更好的调控、引导和发展民间投资，国务院于2010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42]，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根据要求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将有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于是在2011年，四川、北京、广东、贵州、海南、新疆等16个地方政府出台PPPs政策。2014年12月《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相继发布后，2015年始内蒙古、浙江、贵州、河北等25个地方政府相继出台36项PPPs政策。地方政府PPPs政策创新的每一次扩散加速，都有明显的政策传递性，以中央政府的命令要求为原则来制定PPPs政策，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
此外，通过对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首次发文的年份进行排列，可以形成政策创新扩散时序图谱，能够更直观的观察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内部的PPPs 政策创新扩散方向，如图4、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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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央政府各部门间PPPs政策颁布的扩散分布
图5  地方政府各部门间PPPs政策颁布的扩散分布
根据图4可以发现，由于我国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主管部委在行政效力级别上的差异，我国中央政府的PPPs政策扩散过程具有以中共中央领导、最高法法律保障、国务院条例总领、主管部门具体操作的自上而下的级别扩散特征。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43]从法律层面上对PPP公路项目流程进行规范。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政府与市场间关8系的定位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提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核心权力上提出了PPPs政策制定的指导意见，随后两年25个政府部门进入到政策扩散过程中[44]。201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从产权保护上保证PPPs项目的履约[45]，隔年PPPs政策创新扩散范围又新增14个部门。
此外，我国中央政府内部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PPPs政策创新扩散在某一时间段还存在同级部门间政策平行扩散的特征。1995年发改委、商务部等4部首次发布PPP相关政策，随后的几年中国家人民银行等8大部门也做出了政策反应。2009年—2018年，山东、山西、黑龙江三省颁布政策后，18个省份相继颁布各省份的PPPs政策，具体如5所示。
总体而言，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PPPs政策扩散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中央向地方”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以及中央部门内部从高到低的级别扩散；同时，二者还存在着某一时间段内同级部门间的政策平行扩散。  
6  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成为我国政府进行现代化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PPP模式从中央开始扩散至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不仅是基建项目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也是与沿线国家开展项目交流的主要合作模式。本文运用政策扩散理论，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政策时间扩散、空间扩散、扩散方向三个维度对PPPs政策文件进行了量化研究，分析了我国PPPs政策扩散的过程与特征，得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1）我国PPPs政策扩散随时间推进，符合“S”型曲线的前期发展趋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PPPs政策扩散过程都经历了萌芽发展期、缓慢扩散期、快速扩散期三个阶段。目前，我国PPPs政策扩散正处于快速扩散期，但后期的政策扩散过程是否会进入到平稳扩散期，还有待观察。PPPs政策在我国目前面临“政策热、实践冷”，项目落地难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要对PPPs“浇冷水”，因此后期的政策扩散可能还会经历较大的波动期。
（2）PPPs政策创新的空间扩散具有近邻效应，政策扩散活动呈现出地区性辐射扩散的特点，政策扩散的方向也按照地理位置的距离，由政策发布频率高的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但这种近邻效应，存在局域受限的问题，在PPPs政策的扩散过程中，近邻效应在四大区域中的影响范围只是由核心省份带动周边几个地区进行政策的扩散学习，并且政策的学习内容具有相似性，扩散创新度不高。
（3）PPPs政策创新扩散方向呈现出“中央向地方”“中央部门效力由高向低”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地方政府会以中央政府的政策为蓝图，中央政府各部门机构会以效力高低的部门政策为参照，政策内容大同小异，政策扩散基本都为公文的传播。而在各自内部，则是存在着部门内部自上而下的级别扩散与同级部门间的平行扩散的政策扩散特征。
我国PPPs政策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政策扩散。如何在快速扩散过程中取得良好效果，找到面临的政策扩散问题，从制度上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实施政策创新，对我国政府职能改革与治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目前我国还没有PPP立法，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矛盾问题，虽借鉴了相关国家地区的经验，但低门槛的进入与应用，使得PPP在我国仍没有较强的实施扩散性，因此需要将政策模仿经过政策学习后转化为政策创新，这才是政策扩散的根本目的。中央政府在政策扩散中要将PPP模式进行“本土化”，然后充分发挥引导指示与激励功能，自上而下对地方政府进行影响，允许创新过程中的错误；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进行“地域化”，将政策扩散由机械公文传播转变为学习性创新，多元化使用工具，增强政策活力，提高政策扩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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